
政治與法律

一

1980年代以來，中國和世界都發

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一方面，國際

體系由兩極變成了單極，由此顛覆了

整個國際體系的結構，帶來了嶄新的

國際格局；一方面，中國的主流意識

形態與時俱進，全面嬗變。在這樣的

背景下，中國外交面臨全面審視、重

新構築其指導思想即外交哲學的巨大

挑戰：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當前這

個變化中的世界？我們又應當如何與

這個世界打交道？

新時期中國外交哲學於1990年代

初中共十四大前後初具雛形，經過

十多年的辯論、反思、豐富、完善，

到本世紀初十六大前後臻於成熟。及

至2005年，胡錦濤主席在4月亞非峰

會上首次提出，又於9月15日在聯合

國成立六十周年首腦會議上全面闡述

的「和諧世界」外交理念，對現階段中

國外交哲學和國際戰略做了綱領式的

總結。根據中共十四大以來各次代表

大會政治報告和一年多以來公開發表

的相關政府文件、領導人講話、官方

媒體文章以及學界言論1，以「和諧世

界」為旗幟的新時期中國外交哲學可

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首先，在對當前國際社會實然狀

況的判斷方面，「和諧世界」外交哲學

認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

題」，「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

的發展，給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帶來了

機遇和有利條件」，「要和平、促發展、

謀合作已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其次，

在國際社會應然狀況的理念方面，

「和諧世界」外交哲學提出了以政治上

平等、民主、法制，安全上互信、對

話、合作，經濟上互利、共贏，文化

和社會制度上多樣、包容為主要特徵

的理想模式或者說追求目標。最後，

在中國外交的行動綱領方面，「和諧

世界」外交哲學提出了「順應歷史潮

流，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積極

促進世界多極化，積極推動經濟全球

化，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

構建和諧世界的努力方向。

熟悉近代國際關係史和國際關係

理論文獻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新時

期中國外交哲學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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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政治與法律 色彩。「人類利益」、「持久和平」、「普

遍繁榮」、「共同安全」等等都是一戰後

盛極一時的理想主義思潮的標誌性關

鍵詞。然而，這些美好的願望、崇高

的理想不久便在國聯失敗、二戰爆發

等嚴酷現實面前破滅，理想主義思潮

也很快偃旗息鼓。冷戰的結束曾經帶

給世界一線希望，國際社會期冀在沒

有大國對抗的形勢下可以重建和平、

公正的世界秩序。尤其是1991年的海灣

戰爭，令相當一部分理想主義／自由

主義者們慶幸人類追求了近一個世紀

而不可得的「集體安全」原則終獲實現。

可是，隨之而來的單邊主義強權政治

卻讓這一前景又一次成了轉瞬即逝的

海市蜃樓。理想主義這次短暫的復燃，

除了給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自由主

義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並引發了建構

主義的興起外，在中國以外的各國外

交思想與實踐中並未留下多少痕¶。

在西方動靜不大的理想主義復燃

在中國卻引起了巨大而深遠的反響。

中國學界的大部分學者以極大的熱情

擁抱具有為理想主義還魂成分的自由

主義／建構主義之西方國際關係理

念。一時間，讚美、推崇全球化、一

體化、地球村、相互依賴、全球治

理、非國家行為體、非政府組織、超

國家超主權跨國界行動網絡、國際機

制、互利共贏、觀念共享、認同重

構、安全共同體、乃至世界政府的言

論文章鋪天蓋地而來，充斥Ô國內的

學術論壇和大眾傳媒，為中國外交哲

學向理想主義偏轉在觀念和輿論上打

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在世界各國都遭遇冷淡的理想主

義復燃為甚麼唯獨在中國成了氣候？

這當然離不開中國的特殊國情，其中

兩個因素是主要的：其一，到1980年

代重新恢復為止，本來就未曾充分

發展的中國國際關係學已經中斷了

三十年，剛起步的國際關係／外交政

策學界尚欠成熟，才會重新祭起在國

際學界早有定論的理想主義亡靈，將

其奉為至寶；其二，也是更重要的，

中國當時正處在與「世界革命」外交路

線決裂的意識形態轉型期，對過去幾

十年盛行的「鬥爭哲學」、「革命路線」

深惡痛絕的知識／政策精英很容易矯

枉過正，才會敞開胸懷毫無保留地

擁抱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大同」、「中

庸」、「和為貴」等理念一拍即合的理

想主義立場。

中國外交在新時期外交哲學的

指引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中國從

1980年代末的極度孤立中艱難走出，

直到今天與世界各國普遍改善了關

係，在全世界特別是周邊國家享有較

好的口碑，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化

解了「中國威脅論」所引起的不必要憂

慮。這些與中國外交高舉和平發展旗

幟、奉行忍讓合作、親善睦鄰政策是

分不開的。然而，在肯定新時期外交

哲學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應當

看到其問題所在。其一是中國外交哲

學中的理想主義成分脫離了當前的國

際現實，也違背了主流國際關係理論

（主要是現實主義）早已確立的一些基

本規律，引起國人對國際政治抱有不

切實際的幻想乃至滋生和平麻痹思

想，造成國家安全隱患；其二是對和

平、合作的過份強調導致中國外交實

踐在一些問題上不能理直氣壯地為維

護國家利益和主持國際正義而鬥爭，

導致中國國家利益和國際聲望受損；

最後，中國外交宣傳說辭（diplomatic

rhetoric）對一些完全脫離現實的理想

主義信念的強調，使自己處於言行不

一、自相矛盾的窘境，反而引起別國

的猜疑。在國內有關文獻中，支持、

理想主義復燃唯獨在

中國成了氣候，有兩個

主要因素：一、剛起

步的中國國際關係／

外交政策學界尚欠成

熟，才會將在國際學

界早有定論的理想主

義奉為至寶；二、中

國正處在與「世界革

命」外交路線決裂的

意識形態轉型期，對

過去幾十年盛行的

「鬥爭哲學」、「革命

路線」深惡痛絕的知

識／政策精英很容易

矯枉過正，才會毫無

保留地接受與中國傳

統文化中「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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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一拍即合的理想

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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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新時期中國外交哲學和讚揚中國

外交成就的著述車載斗量，而對其進

行實事求是的批評檢討之作卻寥若晨

星。有鑑於此，本文將不再為前者錦

上添花，而將重點放在探討新時期外

交哲學的偏向和缺失方面。

二

「和諧世界」是繼「和諧社會」之後

提出的。有人認為，這只是把國內社

會發展的目標運用到國際社會的擴

展。然而，問題恰恰就出在國內國際

的差別上面。如所周知，國際社會與

國內社會有Ô本質的差別，那就是國

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不像國內社

會，國際社會不存在壟斷合法暴力使

用權的中央權威——政府，也不存在

以合法強制力為後盾的可執行法律。

儘管有國際組織和國際法的種種粉

飾，我們所處的國際社會從本質上說

仍是一個叢林世界，其中各國的利

益、安全乃至生存得不到法律秩序的

保護，弱肉強食仍然是通行的生存法

則，權力／實力（power）成為決定一

切國家之命運的「國際政治通貨」，也

因此成為各國追求的國家利益的定義

要素（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語）。

政治學理論告訴我們，政治就是

「對價值的權威性分配」2，或者說是

以權力對利益進行分配。權力則是影

響乃至控制他人行為的能力，或者更

直白地說是「讓別人去做本來不願做的

事」3的能力。可見，政治關係中一方

權力的增長必然意味Ô對方權力的削

弱。權力的這種相對性質決定了一切政

治博弈都是零和遊戲，其中一方所得必

為另一方所失；同時也決定了追求權

力的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利益

（特別是政治利益）在本質上必然衝突，

不可能共贏，也不可能真正和諧。

在國際政治現實中，國家間的利

益和國際事務的決定權都是按照國家

權力／實力分配的。只要權力／實力

是決定一切的訴求手段，擁有不同權

力／實力的國家就不會有真正的平

等，而國際事務也不可能按一國一票

的民主原則去裁決。現行國際法和國

際準則所說的「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

等」是指主權平等，並非政治權利平

等。在政治權利特別是對世界事務的

發言權上，大國、強國和小國、弱國

不可能也不應該平等。聯合國安理會

常任理事國所享受的大國特權，尤其

是一票否決的特權，就體現出國際社

會對這種等級制度和非民主決策程序

的認可。事實上，這種制度安排本身

就是權力政治的明確體現。面對這樣

的國際現實去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

未免過於空想。

在無政府狀態下，當一個國家的

安全以至生存受到威脅時，說到底，

除了自身以外沒有任何國家或國際組

織可被指望提供可靠的救助，國際社

會因此被稱為「自助體系」（self-help

system）。在自助體系中，一國實力尤

其是軍事實力的增強意味Ô其他國家

安全的自動削弱。這à的「自動削弱」

與實力增強國家的意圖或動機無關。

這樣，一國如果坐視其他國家實力增

長，就會危及本國安全；如果提升本

國實力，同樣會被別國視為安全隱患

而做出相同反應，各國由此陷入競相

升級的軍備競賽中去，這就是國際關

係中著名的「安全兩難」。「安全兩難」

不可能通過「建立互信」而消弭，因為

在無政府的結構制約下，缺乏強制保

證的「誠信」沒有任何意義，背信棄義

的例子在國際關係史上比比皆是。把

在國際政治現實中，

國家間的利益和國際

事務的決定權都是按

照國家權力／實力分

配的。現行國際法和

國際準則所說的「國

家無論大小一律平

等」是指主權平等，

並非政治權利平等。

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

事國所享受的一票否

決的特權，就體現出

國際社會對這種等級

制度和非民主決策程

序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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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取滅亡，也正因為如此，在事關國

家生死存亡而且一旦失誤不再有第二

次機會的國家安全問題上，沒有國家

敢依賴「互信」而放棄加強軍備，因為

風險實在太高、賭注實在太大。只要

國際無政府狀態不變，想靠「互信」解

決國際安全問題是不現實的。

如果說國家之間在政治上利益必

然衝突、在安全上必然相互戒備，那

麼至少在經濟上可以互利共贏吧？的

確，以財富定義的經濟利益與以權力

定義的政治利益不同，有其絕對價值

而非只存在於相對關係之中。從單純

經濟學角度出發，擁有不同比較優勢

的各國進行國際合作，實現全球經濟

資源的最佳配置，有可能實現對各方

都有益處的互利共贏遊戲。然而現實

世界中從來就沒有單純經濟性質的經

濟問題。從政治角度看，問題就不那

麼簡單，還存在相對收益的問題：在

國際經濟合作中獲益相對較少的一方

擔心獲益較多的一方的國力增長較

快，造成本國在權力博弈中的地位遭

到削弱。這種對相對收益不平衡的擔

憂便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一大障礙。

所以，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能夠互利

共贏，國際經濟合作就一定能實現。

近年來中國企業在西方特別是美國進

行企業併購，遭遇這些國家設置的種

種政治屏障，就是很有說服力的證

據。

經濟合作有可能互利共贏並不等

於一定互利共贏。事實上，在國際經

濟交往中，北方的富國強國往往利用

自己的實力優勢將損人利己的不公平

交易強加於南方的窮國弱國，以此繼

續擴大國際貧富差別，又用擴大了的

實力優勢謀取更加不公平的貿易條

件，如此惡性循環，造成大多數發展

中國家愈陷愈深的發展困境。即使有

些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經濟合作贏得

了發展的機會，那也往往是以國家主

權、經濟安全、環境安全、勞工福利

等方面付出高昂代價換取的。在大多

數情況下，經濟合作只是有關各國利

益交換的權宜之計，並不必然導致國

際關係的和諧。同樣的道理，被自由

主義／建構主義者當作世界和平希望

的相互依賴其實也是一柄雙刃劍，緊

密的經濟聯繫可以讓有關各方利益交

織，休戚相關、得失與共，卻也可以

帶來利害衝突甚至激烈爭端。在相互

依賴和經濟全球化的認識上普遍存在

兩個誤區：一是以為這是近二、三十年

來出現的一種新現象，二是認為它會

導致世界和平。歷史告訴我們，兩者

都是錯覺。正如國關理論大師沃爾茲

（Kenneth N. Waltz）指出，當今世界以

貿易和海外投資佔世界生產總額比例

衡量的相互依賴／全球化程度並未超

出一次大戰前的水平，而儘管那時的

理想主義者也以同樣的熱情歡呼世界

經濟一體化將為世界帶來持久和平，

結果卻恰恰相反4。把世界和平乃至

和諧的希望寄託在國際經濟合作、相

互依賴、一體化、全球化上是不可靠

的，把這些國際經濟進程不加區分地

作為政策目標去推動也未免失之盲

目。

中國新時期外交哲學的理想主義

傾向不僅表現在對國際體系屬性的理

解和對國際關係規範的應然設定上，

而且表現在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實然判

斷上。通過理想主義的樂觀視角產生

的這些判斷與現實世界存在很大差

距。關於多極世界或世界多極化的判

斷就是一例。十餘年來，中國學界對

世界的極數問題進行了冗長而不得要

領的爭論，卻始終未能得出令人信服

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獲

益相對較少的一方擔

心獲益較多的一方的

國力增長較快，造成

本國在權力博弈中的

地位遭到削弱。這種

對相對收益不平衡的

擔憂成為國際經濟合

作的一大障礙。在大

多數情況下，經濟合

作只是有關各國利益

交換的權宜之計，並

不必然導致國際關係

的和諧。相互依賴可

以讓有關各方休戚相

關，卻也可以帶來利害

衝突甚至激烈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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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論。事實上，冷戰結束後美國成

為僅存的超級大國，國際體系由兩極

變為單極。這一判斷的論據很簡單：

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

可以制衡最大的霸權國美國，而且在

可以預見的將來也不會有這樣一個國

家或國家集團出現。所謂「制衡」就是

能夠在重大實質問題上以實力為後盾

影響甚至改變霸權國的決定。以此作

為衡量國際政治極數的唯一標準是因

為它反映出國際力量對比的本質，是

研究極數這個問題的本來意義所在。

國際實力分布決定國際體系結構，國

際體系結構決定國際政治的結果，有

單極結構就注定有霸權秩序，對此不

能抱有任何幻想。國內政學兩界熱衷

談論的多極世界和多極化純屬幻覺，

而「一超多強」的提法雖然可以說比較

符合實際，卻錯失了事物的本質，有

誤導之弊。事實上，單極就是單極，

除非有聯盟制衡出現（而這在當前世

界極少可能），否則「多強」在「一超」

面前只能是無效數字，改變不了單極

世界的本質特徵。

對多極和多極化也存有兩個認識

誤區，其一是多極世界比單極世界太

平，其二是多極化可以是政策推動的

結果。事實上，多極均勢遠不如單極

或兩極結構來得穩定，兩次世界大戰

就是在多極結構下爆發的；而失去均

勢的多極世界中的動蕩和混亂足可匹

敵霸權秩序下的諸多弊病。另一方

面，多極化作為國際實力分布的變化

只能是次等大國實力增長的自然結

果，而不可能是政策推動的結果，除

非與其他強國結成政治—軍事同盟，

而這與中國外交的既定方針相悖。當

前的霸權秩序是我們無法改變的現

實，不管喜歡與否都必須面對，因此

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應對霸權，

而不是把希望寄託在或把精力浪費在

談論毫無現實意義的多極世界上。

「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

主題」是又一誤判形勢的命題。這個命

題如何違背了鄧小平「兩大問題」論斷

的本意以及提出「時代主題」這個範疇

的列寧主義理論範式的「硬核」，是如

何不符合從冷戰後國際體系的結構變

化推導出的國際秩序特徵，又是如何

不符合冷戰結束以來的國際現實，作

者已有另文專論5，在此不再重複。

限於篇幅，本文只想就拙作發表後出

現的一些觀點補充兩點意見：第一，

為該命題辯護的人士稱，之所以稱之

為「時代主題」是因為和平與發展是世

界各國人民的普遍願望與訴求。如果

按照這個標準，那麼人類歷史特別是

近代以來就沒有不是和平與發展的時

代，因為和平與發展從來都是人類不

懈的追求。第二，如果從「主題」的本

意出發把「和平時代」理解為和平是世

界各國關注的焦點和外交活動的中心

議程的話，那麼熟悉現代國際關係史

的人都應該同意，兩次大戰之間的

二十年才稱得上真正的「和平年代」，

因為一戰的慘痛經驗讓世界各國，除

了少數法西斯軍國主義國家外，都把

世界和平放在追求目標的首位，甚至

一些主要大國為了維持和平不惜對侵

略惡勢力採取綏靖政策。與那個時代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今世界上除了

中國，沒有任何主要國家把和平當成

國家追求的至高無上的目標，而是把

國家安全甚至一些次要的國家利益放

在和平之前。正如美國出於其真實的

或虛構的國家安全利益，並且在後一

種情況下不顧全世界的反對，肆無忌

憚地發動了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

爭。面對這樣的霸權和霸權護持戰爭，

奢談「和平時代」還有甚麼意義呢？

多極均勢遠不如單極

或兩極結構來得穩

定，兩次世界大戰就

是在多極結構下爆發

的。多極化作為國際

實力分布的變化只能

是次等大國實力增長

的自然結果，而不可

能是政策推動的結

果，除非與其他強國

結成政治—軍事同

盟，而這與中國外交

的既定方針相悖。當

前的霸權秩序是我們

無法改變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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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時期外交哲學的理想主義傾向

不可避免地對中國國家戰略以及外交

和國防政策產生影響。在「和平發展

主題論」的方針指引下，在二十世紀

的最後二十年中，中國國家戰略突出

強調鄧小平提出的「國防建設要服從、

服務於經濟建設」，而對同樣也是鄧

提出的「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

在第一位」6的思想未給予足夠重視，

其直接結果之一便是在那二十年à

國防建設的嚴重滯後。1986年開始的

「七五」期間，中國國防開支佔GDP

的1.73%，到「八五」期間降為1.29%，

「九五」期間更降至1.19%7，佔國家

財政支出的比例也從1979年的17.37%

降至1999年的8.16%8。1980-2000年

間，中國國防資本增長速度僅為日本

的三分之一，印度的六分之一，國防

開支佔GDP比重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

的平均值3%，而且低於發展中國家的

平均水平2.6%9。在一個充滿戰亂、

動蕩的世界中，如此單方面地減緩國

防投入，對國家安全而言是十分危險

的。值得慶幸的是，有¶象表明中央

決策層對此已有警覺，從2001年起中

國國防開支開始加大投入增幅，多年

來的國防建設欠賬有望得到彌補。更

重要的是，2002年召開的十六大已經

把國防建設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調

整為「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

發展的方針，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

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bk。

新時期外交哲學對和平與合作

（以及對中國「和合文化」）的強調，使

得中國外交在一些本來應當也可以理

直氣壯地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利益

的問題上，刻意迴避衝突和鬥爭，忍

辱負重、委曲求全，以致未能有效地

維護國家利益和威望。這方面最明顯

的例子是對中美關係的處理。冷戰結

束後特別是小布什（George W. Bush）

執政後，美國對中國採取了事實上敵

視的立場。美國通過軍售升級和戰略

承諾對台灣島內分裂叛國勢力的支

持，對從達賴喇嘛到東突恐怖組織到

法輪功等所有反中國勢力的庇護縱

容，對中國實施高科技和精密武器的

封鎖禁運，在中國周邊精心構築戰略

包圍圈等等，已經構成對中國核心或

重大國家利益的嚴重侵犯。任何國家

如果對美國做了這些事中任何一件，

都會被美國視為戰爭行動而進行反

擊，但是中國非但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

的抗議行動，甚至還跟Ô美國一起津

津樂道兩國間的「建設性合作關係」處

於近三十年來的「歷史最好時期」bl，

在「和平發展主題論」

的方針指引下，中國國

家戰略強調「國防建設

要服從、服務於經濟

建設」。1980-2000年

間，中國國防資本增

長速度僅為日本的三分

之一，印度的六分之

一，國防開支佔GDP

比重不僅遠低於發達

國家的平均值3 %，

而且低於發展中國家

的平均水平2.6%。中

央決策層已有警覺，

2002年召開的十六大

提出「堅持國防建設與

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

方針，在經濟發展的

基礎上推進國防和

軍隊現代化」。圖為

2005年4月，胡錦濤

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

參加亞非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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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默許了美國的這些損害中國利益

和尊嚴的霸道行徑。另一個例子是釣

魚島。當日本出動軍艦對中國民間保

釣人士的小破漁船進行攻擊時，中國

的海軍在哪à？中國領土主權不可侵

犯的誓言和職責又在哪à？有人會用

中國國力不夠為這種軟弱辯護，卻難

以令人信服。毛澤東時代的國力遠不

如現在，卻奉行了一條敢於硬碰的外

交政策，不但維護了國家利益，也給

中國贏得了世界包括對手的尊重。今

天我們不再需要毛澤東外交路線中鼓

吹世界革命的激進成分，但也不能把

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優良傳統一併

拋棄。國際政治中一條頗具諷刺意味

的規律是，怯懦忍讓、委曲求全往往

招致欺侮和衝突，而敢於犧牲的無畏

氣概和充分的戰爭準備反而能遏制挑

釁與戰爭。

新時期外交哲學的理想主義傾向

也反映在中國外交語言和對外宣傳

中。大量遠離現實的理想主義表述非

但不能起到佔領道義高地的作用，反

而會造成自己言行不一的被動，招致

別國對「高調」背後動機的懷疑，甚至

難脫「偽善」之干係。例如，據外電報

導，兩年前中國高官勸說歐盟取消對

華武器禁運時說，對華武器禁運是冷

戰的產物，現在都已經是和平發展時

代了，為甚麼還要繼續？歐方反問，

既然已是和平發展時代，中國為甚麼

還如此急切想要購買武器？中方無言

以對。又如，中國一面享受聯合國安

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大國特權，一面大

談「國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世界上

的事務應由各國協商解決」，試想有

朝一日若有中小國家要求中國踐行其

「國際關係民主化」的主張支持取消常

任理事國的特權，中國又將何以對

之？再如，中國一再對外聲稱中國永

遠不稱霸。其實這樣的誓言毫無實際

意義（約束力），因為凡是相信物質基

礎決定意識形態的歷史唯物主義者

（或者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者）

都知道，霸權（政策、行為）只是超強

國力的一種表現。不稱霸是因為實力

沒到那一步，實力之水一到，霸權之

渠就成。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客觀規律。只不過霸權有良性惡性之

分bm，而稱霸也有自覺不自覺之分（有

的稱之為推行全球民主化的「神授天

命」，如美國；有的稱之為「無產階級

國際義務」，如前蘇聯）而已。成天信

誓旦旦地保證自己永不稱霸，就像到

處給人開空頭支票，除了令人生疑外

不會有別的效果。

前面已經說過，中國外交哲學中

的理想主義傾向其實是戰略思想不夠

成熟和誤讀形勢的結果，並沒有深厚

的理論基礎或可靠的科學依據，卻帶

有很強的機會主義成分，其結果就是

根基不牢，常會左右搖擺，甚至從一

個極端即理想主義擺到另一極端即實

用主義。正如有關方面對鄧小平在特

定歷史條件下提出「韜光養晦」和「決

不當頭」策略的片面強調，導致中國

外交在國際交往中只求合作、不敢鬥

爭，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作為發展中大

國主持國際正義的道義責任和原則立

場，這在中國經濟和國際經濟交往迅

猛發展的背景下，給外人留下中國只

顧賺錢致富、不知理想道德的消極形

象。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中國

作為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大量

棄權的投票紀錄。其實撇開道義原則

不說，單從計算國家利益的角度來

看，一味退縮、躲避也絕非上策。

「不扛旗、不當頭、不樹敵、不對抗」

固然能節省成本，但也會引起很可能

更高的機會成本。中國在聯合國安理

中國外交在國際交往

中只求合作、不敢鬥

爭，很大程度上放棄

了作為發展中大國主

持國際正義的道義責

任和原則立場，給人

消極的印象。最典型

的例子莫過於中國作

為常任理事國在聯合

國安理會大量棄權的

投票紀錄。其「不表

態」的政策，平白浪

費了否決權這一至關

重要的大國權力，也

放棄了作為廣大發展

中國家代言人這一巨

大政治資源。中國要

發展壯大，其外交哲

學恐怕還得向現實主

義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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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決權這一至關重要的大國權力，而

且也放棄了作為廣大發展中國家代言

人這一巨大政治資源。

理想主義的初衷是高尚的、美好

的，惟其脫離現實、無法實現，便可

能誤事、誤國，反倒成了危險的東

西。中國的外交哲學，從改革開放前

的革命激進主義到改革開放後的自由

理想主義，都是在意識和意志的自由

王國中翱翔，境界自是清高邃遠。然

而，要在這世界民族之林的塵世間站

穩腳跟，發展壯大，中國的外交哲學

恐怕還得向叢林世界的現實主義回歸

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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